
群众组织有什么用
1944年的一场争论

黄道炫

内容提要中共革命向来强调依靠群众，抗战时期，群众路线成为中共革命的三大法 

宝之一。群众路线的贯彻,群众组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推手。在不同时段,群众组织发挥 

着不同的作用。抗战初期，群众组织帮助中共迅速打开局面，形成势力范围；抗战中期，配 

合党和政权推动根据地各项工作向深入发展;抗战末期，随着中共控制力的不断增强，群 

众组织地位逐渐下降。此时，中共内部围绕着群众组织是否需要保存的讨论，凸显了群众 

组织地位的尴尬，以及群众组织分量在不同领导者心中的微妙差别。

关键词群众组织群众路线刘少奇毛泽东

1944年冲共中央西北局曾经围绕着群众组织问题有过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中共中央西北 

局书记高岗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关于群众团体，在乡区到底要不要？不要。在县里可以摆一个真 

正同群众有联系的人。”①表达了收缩群众组织的明确信号。关于群众组织在陕北的起落，另一位 

讨论者的发言提供了大致的轮廓:“大革命时代，在陕北人民条件下组织农民协会，没有分工、青、 

妇，就是一揽子，里面包括很多,群众也做了很多事。一直到一九三四年的时候才分开。什么贫农 

会、工会、青年团、反帝大同盟,妇女代表会，里面有劳动组织。在工人里面的组织也是一样分开,有 

什么女工、青工等等,形式上很好看，但实际上里面毛病很多,组织太繁复，领导抓不住,结果形成各 

自为政。……前年高干会以后,指出了新方向，把工作整顿了一下，变成真正是群众所需要的。”② 

也就是说,1930年代中期，群众组织以职业、身份等形式分成多种，诸如工会、青年团、妇女会等，这 

时期的群众组织，是帮助党经由各个群体深入群众的帮手，途径越多越有利:“群众是具体的，不同 

的群众有其不同的要求。虽然群众有其共同要求，但亦有其切身的特殊的要求。群众是从'私'才 

能认识到'公’的。因此,开始发动群众，很难以一种运动把整个的群众发动起来，常常是一种运 

动,代表一部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一部群众参加，建立一定的组织，另一种运动，代表另一部分群

① 《西北局办公厅关于组织问题座谈会材料——高岗关于建空模范支部的意见＞（1944年4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 

件汇集1941 一 1945》，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编印，第138页。

② 《西北局办公厅关于群众、卫生等工作座谈会的记录——高长久发言》（1944年5月2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 

集 1941 一1945》,第 208—2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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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利益和要求。另一部分群众,积极参加,又建立另一种组织0 ”①

然而,随着党在根据地控制能力不断加强,群众组织地位逐渐变得尴尬,党的一元化领导和 

众多的群众组织不无抨格。动员群众理论上应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属性要求，中共自然也不例 

外,群众观点始终是中共革命中一个基础性的理念。同时，中共是一个高度强调政策和策略的政 

党,群众组织和群众动员又具有组织群众,使其服务于中共动员、发展需要的目标。正因此，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群众组织的具体目标不断变更，从帮助创建、发展根据地到稳固、扩大根据地再到 

转入生产,总体看,随着中共控制力的加强,群众组织的作用呈递减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 

看待群众组织，变成讨论的话题,1944年的讨论实际是抗战以来中共群众组织功能逐渐演变的 

结果。

一、发展需要下的群众组织

和苏维埃时期一样,武力仍然是抗战时期各根据地发展的绝对要素。按照毛泽东等在抗战 

一开始时的设计，中共自主主导的群众组织发展模式应该是：“以人民自卫军为主要的群众组织 

形式,可能时，再组织农会及青年团体。”②这样的路径符合中共武装推进的设想，的确也是抗战 

初期许多地区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开展的典型方式。正如陈云所说的：“有了军队，就可以把政 

权建立起来，把地方党扩大起来，接着把群众团体也组织起来。所以说，有了军队便什么都 

有了。”③

抗战初期中共的群众运动，指向的直接目标就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群众运动、政权和党的建设 

紧密联结，服务于建设根据地、抵抗日本侵略这一首要任务。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深入并依 

靠群众,本身就是党的理论和原则的基本要求;面对日军侵略的直接威胁,深入群众、依靠群众，也 

是在复杂严酷环境下谋求生存发展的现实道路。当年的中共报告明确指出:“必须把群众工作作 

为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工作。”④“群众运动的任务，主要为动员参战与支持战争”。晋冀豫区委在 

1939年初发出的文件中提出宏大计划:“全区至本年’五卅'应组织群众实数达三百万左近,培养干 

部百分之一，约二万至三万左近，注意培植群众领袖。动员群众参加各抗日部队至少二万至 

三万。”⑤

发动群众被赋予如许重要的意义，因此，中共对建立群众组织、提高群众的参与意识极为重视。 

1938年年中，中共冀豫晋省委要求:“建立各种统一的群众组织，如区农救会，区自卫队队部及政治 

部，区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以至儿童救国会等，于年终前全部切实完成。”⑥要让群众自觉自愿地 

投身于群众运动中，群众组织的建立必须真正体现群众的意愿。按照中共的设想,“群众团体应推 

动做到：（一）有经常的会议与生活。（二）对于会员的教育与训练。（三）积极参战。（四）按期缴

① 赵紫阳：《滑县群众是如何发动起来的》（1944年10月），中共河南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第2册，河 

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页。

② 《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1938年4月21 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 

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页。

③ 《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工作）（1939年12月10日），《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④ 《中共冀豫晋省委关于新形势下省委工作的新任务的决定》（1938年6月），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 

《太行抗日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

⑤ 《中共晋冀豫区委关于目前工作任务的决定）（1939年1月），《太行抗日根据地》第1册，第60页。

⑥ 《全区工作的发展与党的领导任——中共冀豫晋省委给特委、县委的指示信＞（1938年8月18日），《太行抗日根据地》 

第1册，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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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会费。（五）特别注意培养民主的作风,在各种机会中给群众以民主的锻炼,使群众认识自己的 

力量，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的同志应特别注意向群众学习，发扬民主作风。”①这一时期，为 

充分发动群众，中共强调要“纠正忽视群众工作，只为自己的便利而作群众工作,及从上而下强迫 

的统治的组织及发动民众的方式”②，高度重视群众组织的自主性。当然,在中共的运作体系中，党 

组织向来具有压倒性的地位，尽管对展开自觉的群众运动以真正彰显群众力量抱有期待，但具体运 

行过程中,党组织包办群众运动的案例仍屡见不鲜。按照中共事后的评判：“在没有发动群众之 

前，即建立了官办式的群众组织，在群众初步发动时，即建立了庞大的党，把所有积极分子（不是阶 

级觉悟的分子），都吸收进了党，根本忽视群众组织。这样就使得党降低了自己的水平，成为群众 

团体。群众团体则由官办到党办，根本无独立性。”③

在一个向来强调党的领导地位的政党内，批评群众组织没有独立性，显示这一时期中共的确重 

视保持群众组织的独立性。统一战线给了中共运用群众组织寻求广大发展的空间,这样的机会绝 

不会被轻易放过。抗战初期中共的群众组织，除了在中共控制区域得到发展外，还扩展到整个的大 

后方地区，特别是中共有可能延伸发展的地区。在河南西华县，通过“行政权力的帮助”④,群众组 

织发展相当迅速:“全县3000民众，分别组织少先队、儿童团、老少指导团、妇女姐妹团等。……该 

县4个区长3个是同志，一区长及其县长均同情我们。”⑤黎玉回忆，中共山东党组织“在许多地区 

以合法和半合法的方式，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救国会’、'救国青年团’、'民众训练队’、 

'抗敌后援会'、’抗敌救亡社'、’战地服务团'、’游击战训练班'、’民众动员委员会'、’民先队'等 

抗日救亡团体不断涌现。”⑥对此,国民党方面反映:“八路军到鲁北以来，利用战委会、民先队及范 

部政治部等团体,对于军事政治工作积极进行-”⑦

在这些地区，中共实际是把群众组织作为扎根发展的基础,要求建立健全领导机关及日常 

工作制度,积极培养干部:“训练大批群众干部和积极分子,开办训练班或训练学校,大规模地有 

计划有系统地进行。……为扩大组织活动,更须适当大胆地分配与提拔大批干部担负各种工 

作。只有抓紧这个工作才能使组织活跃起来，打下统一组织的强力基础。”⑧组织群众的方式，各 

地有自己的创造，豫南“由挺进队、服务团，分在几个中心据点（黄龙寺、婆婆寨、四望山寨、仙石 

皈），首先建立根据地中的群众工作。由演戏、家庭访问到名册登记”。⑨直南地区“由一九三七 

年半公开合法的学生救国会、抗援会、大名抗日十人团，逐渐于一九三八年春组织了冀鲁豫边区 

救国会，在鲁西南也组织了冀鲁豫边区救国会，所组织的群众约三十万人，并团结了许多知识分 

子，掩护我党发展组织，训练干部及宣传我党主张政策，扩大武装以及推动支持抗战上均有很大

① 《中共晋冀豫区委关于目前工作任务的决定＞（1939年1月），《太行抗日根据地》第1册，第60页。

② 《中共冀豫晋省委关于新形势下省委工作的新任务的决定＞（1938年6月），《太行抗日根据地》第1册，第20页。

③ 彭涛：《群众运动的发展与阶级关系的变化）（1943年2月），《太行抗日根据地》第1册，第241页。

④ 朱理治：《一年来的河南工作）（1938年9月），张文杰等主编：《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

⑤ 《河南省我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情况和发展该省工作意见——彭雪枫致滕代远并转报前总电＞（1938年6月9日），《中 

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上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⑥ 《黎玉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页。

⑦ 《沈鸿烈电蒋中正八路军到鲁北以来利用战委会等团体对军事政治工作积极进行》（1938年7月18日），台北，"国史馆” 

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200500023。

⑧ 《全区工作的发展与党的领导任务＞（1938年9月18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 

群众运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页。

⑨ 危拱之:《关于豫南武装工作补充报告）（1940年6月17日），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河 

南省委》上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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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①这可以说是中共群众运动开展最为广泛的时期。

对于中共尽力发动群众组织扩展自己力量的做法，当时的报告分析得十分精当：“国民党统治 

表面上很严厉，但是因为它统治本身的散漫与混乱，所以，我们独立自主活动的可能性很大。它不 

许我们做,但我们做了它也不管，并且还想借我们力量以自重。”②群众运动的这种统一战线特征, 

尤其体现在青年运动上。青年具有热情和冲动，投身青年运动者一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家庭背景 

较为厚实，容易组织、运动，且波及面广,易于收到效果:“先组织青年团体,经过它来开创其他各种 

形式的组织。因为，他们可以有地位来创立地方的上层统一战线，同时也有地位来做下层工农工 

作。” 1938年秋,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报告,仅河南一省，“在我们领导之下的青年组织已有74个 

（游击区除外），有1. 7万多会员，其中44个团体完全在党的领导之下，包括有1万多会员。……这 

些青年组织，分散到河南各个县，成为当地救亡运动的推动者。他们一面能够帮助地方建立上层统 

一战线，一面掩蔽下层工农工作，他们自己每每即成为当地地方长官抗日工作的最忠实的帮助 

者”。③河南青年组织创建的大致路径是:“（一）每一个地方组织与每一个支部都要有一个和CY 
一样性质的基本的青年团体在党的周围，但它必须是公开合法的并且是统一战线的。（二）每个支 

部都要有青年干事，并将青年工作同志建立青年小组，区、县、特委都设青年部或青委，带相当的独 

立性（但必须接受党的领导）的进行青年工作，建立他们自己自上而下的领导系统。（三）成立全省 

青年总组织,形成其公开领导系统。”④

1939年后，由于国共关系恶化，在大后方通过群众组织发展力量的路径遭到限制，此后的群众 

运动基本收缩到根据地内部。和初期无论大后方还是根据地都以扩张力量为主不同,1939年后的 

群众运动开始注重质的提高，更加注意建立群众性的各级组织。1939年，晋冀豫区“全区有组织的 

群众130多万人。内有工救的会员17万多人，农救的会员82. 3万多人，青救的会员11. 2万多人, 

妇救的会员10万多人。冀西赞皇、元始〔氏〕、临城的群众尚未算内，因为不清楚那边的数字，但那 

边的群众至少有10万以上。”大部分群众已经纳入群众组织当中，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存在种种问 

题,比如“群众组织生活大部分都没健全起来，只是工会的小组有十几县可以开小组会，农会没有 

一县能做到，青救仅是沁源还可以办到,妇女各县都不成”，但正如报告说到的：“各群众组织区级 

以上的则能经常地开会、讨论工作、执行工作。”⑤群众起码已经初步组织起来，打下了进一步提高、 

改造的基础。

对于中共而言，群众组织和斗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出于统一战线的需要，抗战时期根据地 

内的社会政治改革不以土地革命的方式展开，而采取相对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即便如此，中共还 

是会在适当时机结合自己理念体现其阶级性，组织群众与乡村权势阶层的斗争仍然是群众运动十 

分重要的任务，而且群众也乐于投入这样的运动中。晋冀豫报告写道,该区有82万农会会员，“会 

员的认识一般地说比工会差些，同时组织观念很薄弱准往是在做要求减租减息、反贪污、反摊派不 

公的斗争时，有很多的群众参加，但一到发动群众作战时，则见不到多少农会的会［员］来参加 

了”。⑥到1943年,太行区的统计状况是,15个县，有过斗争的村落占60%，参加过政治活动的人

① 《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略》（1944年），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第1册,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4页。

② 朱理治：《当前河南的政治形势＞（1938年1月3日），《纪念朱理治文集》，第71页。

③ 朱理治：《一年来的河南工作）（1938年9月），《纪念朱理治文集》，第146、142页。

④ 朱理治：《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5月），《纪念朱理治文集》，第101—102页。

⑤ 《晋冀豫区委群众工作总结报告＞（1939年3月16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群众运动》，第118,119页。

⑥ 《晋冀豫区委群众工作总结报告＞（1939年3月16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群众运动》，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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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占43%,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民众没有融入政治生活,斗争形式也相对温和：“关于减租减息问 

题斗争的次数只占百分之一八、合理负担斗争占百分之二四，而反贪污、反恶霸、反维持和其他各种 

斗争合计就占百分之五八。”①1943年后,随着减租减息斗争的更大规模展开，群众运动才以更激 

烈的形式展开，群众组织的功能在这样的斗争中得以彰显。

二、党与群众

中共革命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能不能动员广大群众投身革命,是中共判断自己政策是否成 

功的重要标志。中共革命同时又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党是革命力量的先锋队。党领导群众,党又要 

依靠群众，就中共的革命理论言，这样的思路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当年的历史实际运行中，党 

和群众的关系并不可能像后来逻辑表述中显示的那样清楚，由于群众数量上的庞大及实际行动中 

常常呈现的非理性特征，党要掌握群众并不容易,理顺党、群包括党组织与群众组织的关系也不是 

一蹴而就的。

抗战初中期，为了实现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在党的基础和影响不够深入的地区，党常以群 

众组织面目出现，比如晋冀豫区党委就公开要求:“支部同志应须都到群众组织与群众武装里去, 

一般同志到农会与自卫队游击小组中去，青年同志到青救去，妇女同志到妇救去，在里边遵守群 

众组织的纪律，积极活动，以自己的模范去影响与领导别人，同时还必须特别注意掌握村政 

权。”②中共中央颁发的相关文件中也要求保持群众组织的独立性，防止出现包办代替：“民众团 

体是民众自己的自愿组织的团体，党、政府、军队不应直接干涉民众团体内部的生活。党对民众 

团体的领导，经过自己的党员及党团。但党民不分、包办、清一色的现象，必须纠正。民众团体的 

各级委员会委员须尽可能有半数以上的非党员。民众团体中的党团问题与政府中党团同。政府 

应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性，给民众团体以必要的帮助……一律不干涉民众团体的生活与 

工作。”③

保证群众组织的独立性,给予群众组织充分的施展空间，是有效开展群众工作的必要前提,正 

如张霖之所言:“各群体团体应建立自己的垂直领导，在同级党的政治领导下独立地进行工作,制 

定自己的工作计划（计划取得同级党的同意），使各团体总会的工作计划能顺利的推行到村级，纠 

正一切事情都依赖党的心理及作风。”④这样的要求和保证党的领导理论上并不冲突。

当中共以规模扩张为首要追求时,发挥各种力量的积极性通常会占据思考的首要位置,其他顾 

虑暂时会被放到一边。不过，在此过程中，中共也绝不会忽视保持党的领导。如下的反映仍是中共 

始终在意的问题:“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混淆，群众团体的帽子戴在党的头上”，“马虎了党的面目， 

减弱党在群众中的影响”。⑤

① 李大章:《过去群众工作的简单回顾与今后的工作方针一在太行分局高干会上的报告）（1943年2月），《太行革命根据 

地史料丛书•群众运动》，第191页。

② 《整党与建党是目前的严重任务一徐子荣同志在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第二次组联会上的总结）（1940年4月15 0）,（太 

行抗日根据地》第1册，第96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2年9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 

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2—33页。

④ 张霖之:《在鲁西区党委民运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41年2月），谢忠厚主编：《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上册，河 

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页。

⑤ 《晋豫边区党过去三个月工作的总检讨与目前的具体工作）（1938年4月19日），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太 

岳抗日根据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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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紧绷控制和效率之弦的政党，中共的话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张力，可以从多个角 

度予以理解。关于党的影响被削弱的批评，起码可以有如下几个层面的解读:一是中共对党的 

领导的高度重视，任何有可能影响党的领导的苗头，都会引起高度警惕。所谓群众组织减弱党 

的影响，不一定就是确定不移的事实,更多是一个自省意识及行动力极强的政党的防微杜渐。 

二是中共政策上的灵活性和原则性的内在一致。有时候党的暂时隐身，本身只是政策需要，当 

之前的政策退场时，为了给执行者一个解释，简便的做法是用批评的方式加以清理，这样做简易 

宜截,容易弃旧迎新，达到党希望的目标，其前提当然是必须有一支衷心拥护自己的干部队伍。 

三是党和群众组织的关系的确十分复杂。党需要通过群众组织掌握群众,但是群众组织一旦被 

赋予一定的独立性,就会呈现自身的生长惯性和利益诉求,如当时文件谈到的：“有些同志不明 

白政府与群众团体的正确关系，认为地区是我们开辟的，先来者居上，或认为政府是老大，我们 

是老二，以致在工作中□□政府，侵犯政府权利，破坏行政系统，而损害抗日民主政权在群众间 

应有的威信。”①这虽不一定和党的领导发生冲突，却难免不在党的意旨的贯彻上产生若干滞碍, 

形成所谓弱化现象。

深一层看，中共对群众组织定义的不明确，本身也是革命体制不断摸索的产物。在党的领导大 

框架下，如何建立集中而有效的组织架构，有一个实践中左右摇摆、不断探索的过程:“有些地方群 

众团体变成政府的附属机关，一切都靠政府的命令行事，甚至开一个会也得政府下公事〔文〕，失掉 

了独立性与自动性;但在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因为不得不听群众团体的意见,群众许多对政权、对牺 

盟存藐视态度，俨然新绅士新官僚。”②群众团体自以为“政府是老大，我们是老二”。③且不说群众 

组织和党及政权的关系需要磨合,就是群众组织自身如何定位，也不是没有波折。冀鲁豫的报告批 

评:“认为群众团体干部与八路军、抗日政府干部一样，认为群众团体只是军队与政府的御用机关。 

这是一部分干部尤其在民国29年动委会时代前后厉害的一种错误认识。因此，突击屯粮、募捐、扩 

兵等成了主要工作任务，行政命令,威吓压制群众便成了□□口□工作方式。由于他们认为自己是 

'便衣八路军'或'七路半’，便产生处处谈政民配合,与军政比地位,比享受待遇，甚至相互垮台的 

现象。”群众组织不是视自己为群众的代言人，而是把自己当作群众的管理者，威吓压制群众的现 

象自然而然就产生了。要克服这种现象，关键在于要认识到：“我们群众团体就是老百姓的团体, 

干部的立场就是老百姓的立场。因此，农会应是农民的团体,就应代表农民利益;青救和妇救应是 

青年和妇女的团体,就应代表全体青年和妇女首先是大多数工农青年、工农妇女的利益。因此，各 

救会的干部就是老百姓，就是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而不是政府、军队干部,更不是官僚了。”④

强调群众组织的干部就是老百姓，不是干部、官僚，旨在于明确群众组织的群众属性，将其与党 

和政权区分开来。事实上，比之党的面目模糊，群众组织党化,是更容易发生的问题。“好多民众 

团体，在民众自己来看，并不是他们自己迫切需要的团体，而只是为军队为政府服务的机关”。⑤其 

结果是造成干部缺乏主动性，成为附庸，当时的报告谈到了这种趋向的副作用:“群众团体逐渐党 

化,不管是会议的形式及发文件、通告、宣言，都带着几分党的意味，甚而大多数的群众干部说话都 

以党的口吻讲，甚而有些干部官僚化，农救干部多些。各级党委对群众组织系统独立性及统一的领 

导不尊重,随便的调动群众团体中的干部,把持干部,致使群众组织中,尤其是农救下级比上级强,

（D《冀鲁豫边区各救总会关于政民配合的指示＞（1941年10月5日），《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276页。

② 《十七个月群众工作的基本总结＞（1939年4月），《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群众运动》，第152—153页。

③ 《冀鲁豫边区各救总会关于政民配合的指示）（1941年10月5日），《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276页。

④ 杨泽江:《谈谈群众团体干部的比场问题》（1943年1月1日），《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357,359页。

⑤ 《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1939年11月3日），《陈云文选》第1卷，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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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上级领导的威信”①;“干部和领袖缺乏的原因,主要的是群众团体的官办性，限制了干部与领 

袖的生长与发展,军事化,不深入群众,党的群众干部都缺乏党的教育与锻炼,尤其缺乏大的斗争的 

锻炼”。②

不过,正如上文中说到的,无论要不要保持群众组织的独立性,“党的群众干部”的定位不会改 

变,群众组织应该也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o群众组织的独立性只是表现为在党领导下,为避免陷 

于官僚化，可以拥有多大的独立决策和活动的空间，这种独立性是技术上的，而不是制度上的。问 

题还在于,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由于关注重心的不同,这种制度和技术上的独立性并不那么容易 

区分，随着党和政权控制力的不断增强，对于一些干部来说，与其艰难地区分这种独立性,不如干脆 

取消这种独立性。1944年中共西北局的讨论，某种程度代表的就是这样的思路。

三、群众组织何去何从

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前方根据地和后方根据地政策执行有较大差异，这 

主要是由于两者所处环境不同所致。前方长期处于国共日伪拉锯之中，环境恶劣，需要最大限度动 

员各种力量共同奋斗，这里统一战线的内涵和实践更为宽泛。后方包括陕甘宁根据地环境稳定，党 

和政权力量不断伸展，党的领导得到更多重视。所以同样是群众组织问题，陕甘宁根据地和前方根 

据地之间存有较大差别，政策变化也主要产生于后方的陕甘宁根据地,这是中共相对可以放手按自 

己希望的方向把握政策导向的地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44年延安发生围绕着群众组织何去何从的讨论，涉及的关键问题是 

群众组织应如何定位，与党的关系如何。其中，胡乔木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根据地的群众工作 

同非根据地群众工作根本不同，老百姓掌权之前和掌权之后那个阶段有根本不同。在群众未掌权 

之先，我们是用种种方法把要造反的老百姓团结起来，工、农、青、妇按照他们的要求和适应他们的 

方式去团结他们。……老百姓起来掌握政权之后就起了变化了，工、青、妇团体发生恐慌，就没有事 

情做了。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造反的任务已完成，现在是要建设，在我们根据地有个问题，我们建设 

要靠大家都参加一份，群众团体不能成为显著的单位。在边区，无论什么群众运动都是以家庭为单 

位,无论合作社,纺织都是如此。这种单位我们应巩固它,做什么都是家庭。”③弱化群众团体,强调 

家庭作为群众运动的原子单位,这是对群众组织意义认知的重要变化。之所以如此,胡乔木进一步 

的逻辑是:“今天民主政府已建立起来了，工农已得到领导权了，以后是工农共同建设根据地，是否 

按照工、农、青、妇本身各个特殊要求把他们分别组织起来呢？这按形式逻辑看很好，但事实上这不 

是个好方法,在根据里〔地〕要单独成立一个团体不适当。照以前那样组织是不适当的,不适宜于 

根据地的情况。根据地的任务就是建设，他的中心任务就是生产、文化，还有战争，后方当然还有自 

卫军等等工作,但主要还是生产与文化。”④

从强调群众团体到强调家庭，这里面的变化逻辑胡乔木自己讲得很清楚，就是环境的不同。革 

命时期，需要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的力量;建设时期,需要稳定,家庭就是最现成的天然稳定单位。

① 《晋冀豫区委群众工作总结报告＞（1939年3月16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群众运动》，第140页。

② 《十七个月群众工作的基本总结＞（1939年4月），《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群众运动》，第149页。

③ 《西北局办公厅关于群众、卫生等工作座谈会的记录——胡乔木关于群众工作与文化工作的发言＞（1944年5月29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1945》，第197页。

④ 《西北局办公厅关于群众、卫生等工作座谈会的记录——胡乔木关于群众工作与文化工作的发言＞（1944年5月29 9）, 

《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1945》，第197—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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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庭为基础贯彻政策,无须在党和普通民众之间多一个群众团体，造成叠床架屋。实际上，群众 

组织在根据地早已处境尴尬，仅从晋西北1942年精简结果中，就可看出一些端倪:这次精简，政府 

区级以上脱产人员原有10025人，减去5925人;学校原有1775人，减去605人,民众团体原有1265 
人，减去816人,党的机关原有2021人，减去374人。①可以看出,相比党的机关18. 5%的精简率, 

民众团体精简比例高达64. 5% ,远高于51%的平均比例，群众团体的可有可无决定了精简首先会 

向他们开刀。

对胡乔木等的看法,也不是没有不同意见，老资格的工人运动活动家邓发指出：“我们的党是 

群众的党,党员是阶级的一部分，但他不就是阶级,何况群众不是一个阶级呢！还有农民呢,党不能 

代替一切，正因这样,一切有〔由〕党代替那样不好，我们党员还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非党群众,党领 

导群众，还要经过群众组［织］,比如工会，你不能说有支部就不要工会了。”在邓发看来，群众组织 

不仅仅是名义，群众自身的权力应该得到保障,“还有领导各方面的，群众应该经过群众团体”。②

不过，邓发的意见明显是少数,1944年这场讨论中，多数参与者都从各方面阐述取消至少是精 

简群众组织的合理性。中共安塞县委书记李旺淮认为，群众组织“有具体工作做当然可以要，但是 

我现在想不出具体工作。如果说群众团体搞生产、组织变工、扎工、妇纺这许多事的话，那今天党政 

领导要做的就是这些工作,并且根据我们的经验,妇纺不一定要有组织,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如果 

你搞一个组织,老百姓不了解她还害怕,她说你搞起一个组织,大概又要给我分配任务,增加我的负 

担吧,所以她害怕”。③另有人提出:“妇女、青年、工会，到底搞什么工作？我的意见就是帮助搞党 

的工作、政府工作。如果你用群众的形式、群众的面目搞工作，强调特殊性、独立性，根本吃不开，你 

就是搞生产自给,搞教育，这些搞好了，群众工作也做了。”④即便说保留群众组织的也只是强调其 

边缘效用:“一方面是便于收集材料研究材料，一方面是对外的关系的问题。对外号召把群众团体 

取消了也不好。”⑤

无论是讨论的议题,还是讨论的进程,刘少奇对这次讨论都起到主导作用。刘少奇在讨论会上 

有一个很长的讲话，代表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刘少奇认为：“在我们陕北这样的根据地里头, 

群众运动应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我想这是不成问题。我们这里完全是新环境,政权是群众自 

己的，有的地区分过土地，有的地区进行过减租减息，今天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什么东西呢？主要 

的是经济与文化两方面,因此在我们这个根据［地］的群众运动，和在国民党区域及其他地区的群 

众运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应该不同。”⑥

刘少奇不否认群众组织存在的必要性,但认为任务应有改变，他说:“区、县、乡群众组织形式 

是不是要？我看小学校、医务所、合作社,有这三个就可以。”学校、医务所,与其说是群众组织,不

① 《晋绥北党政军民各组织精简前后脱产人数及编制报告＞（1942年12月11 0）,（第一二O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 

争时期资料丛书》第4卷,第一二。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编写办公室1994年编印，第44「45页。

② 《西北局办公厅关于组织问题座谈会材料——邓发发言》（1944年4月14 0）,《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 

1945》，第 169J70 页。

③ 《西北局办公厅关于组织问题座谈会材料——李旺淮发言》（1944年4月14 0）,（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一 

1945》，第182页。

④ 《西北局办公厅关于组织问题座谈会材料——高朗山发言》（1944年4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 

1945》，第166页。

⑤ 《西北局办公厅关于组织问题座谈会材料——杨清关于群众团体组织问题的发言＞（1944年4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 

局文件汇集1941 一1945》，第144—145页。

⑥ 《西北局办公厅关于群众、卫生等工作座谈会的记录——刘少奇的讲话》（1944年5月2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 

集 1941 一1945》，第 219—2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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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说是服务单位。当群众组织的功能限缩到这样的范围时，群众组织的意义和功能不能不受到很 

大影响。组织和权力通常都联系在一起，群众组织的生成、发展，和革命斗争及争取权力并辔而行, 

刘少奇之所以认为应该淡化群众组织，关键在于他觉得群众组织的任务不应再是争取权力：“在我 

们根据地里这样的任务马克思、列宁也没有讲过，我们老早讲了一些也不对头。我们在理论上翻, 

也找不出来办法，所以我们要自己想办法，我们想了很多年还没有想完备。……在陕甘宁边区分配 

过土地以后，减租以后，在这里又不打仗，群众团体的分工和他的任务是应该有些不同，应该有改 

变，他的任务就是经济、文化。”刘少奇的思路和胡乔木大同小异，在他们看来，既然根据地的权力 

已经掌握在党的手里，群众组织就不应再充当群众利益的代表，而应该成为服务群众的组织，成为 

群众生产运动的组织者:“我看群众团体要搞经济,搞文化，还要调节人民中间的纠纷，反映下层的 

情况,反对官僚主义，要做这几件事。”①

四、毛泽东的不在场介入

这场关于群众组织的讨论,毛泽东一直没有正面发声。不过,1944年8月，毛泽东给时任解 

放日报社社长秦邦宪的一封信，实际可代表他对这场争论的真实态度。毛泽东的信是针对《解 

放日报》关于家庭改造的文章而发。1944年8月9日，《解放日报》推出《襄垣李来成的新式家 

庭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报道襄垣县李来成家实行家庭改造，家庭内部民主化，选举家长,召开家 

庭会议,并精细分工，努力节约,建立分红奖励制度。关于新式家庭的报道某种程度可视为对胡 

乔木等提出的以家庭为原子单位的呼应。8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呼吁建立根据地新 

式家庭，视之为“农村社会健全的细胞”。②随后，解放日报社又撰写《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 

建立在家庭里》的社论草稿，送交毛泽东审核，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正是对这一社论草稿的 

回应。

毛泽东在信中一开始就明确表态:“问题的重点，恰是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这种 

群众运动，有当地的不脱离家庭的群众运动——变工队及合作社，自卫军及民兵,乡议会，小学、识 

字组及秧歌队，以及各种群众的临时集会;有脱离家庭、远离农村的群众运动——进军队（才有革 

命军），进工厂（才有劳动力市场），进学校（才有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出外做事等。”如果不知道之 

前的争论,大概很难理解毛泽东在这里为什么要强调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的联系。显然，毛泽东不 

能完全同意过于强调以家庭作为社会原子细胞的这一面，因为在他看来:“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 

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巩固家庭’的口号，只有和上述种种 

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才是革命的口号。”尽管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一样,也是个注重现实的革 

命领袖，但是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的革命目标，不能因为与现实妥协而放弃。革命要站在 

现实的基础上，但并不意味着放弃理想的追求。这也就是他强调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 

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 

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 

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 

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

① 《西北局办公厅关于群众、卫生等工作座谈会的记录一刘少奇的讲话》（1944年5月2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 

集 1941 一1945》，第 227、220、239 页。

② 《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解放日报》，1944年8月25日，“社论”，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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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 

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①

对于毛泽东而言，家庭这个话题,还有着特殊的意义。毛泽东成长的五四新文化时代,家庭革 

命蔚为风气，被传统中国塑造的以几世同堂为理想的典型旧家庭，充斥着尊卑、等级、虚饰和勾心斗 

角，为接触新事物的中国人所难以容忍。时人所说:“稍有些新思想的人,常常感触旧家庭的痛 

苦”②,不是夸大其词,而是生活在传统大家庭中的青年人的普遍感受。毛泽东对传统家庭中的不 

平等深有感触,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西洋，一个人的父母,和他子女的意志自由是不生影响 

的。西洋的家庭组织,父母承认子女有自由意志。中国则不然,父母的命令和子女的意志完全不相 

并立。……这结论是在中国家庭制度（父权母权）婚姻制度（父母代辨〔办〕政策）的底下应该发生 

的0 ”③这样的经历,会让毛泽东在20多年后的信中仍然强调:“根本否定'五四’口号，根本反对走 

出家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④

家庭革命的内核实际是个人自由,五四时期的家庭革命针对的是传统中国的家长制，也就是后 

来中共表述的个性不得伸张的封建家庭制度。毛泽东在信的末尾特意加了一句:“有人说我们忽 

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⑤权 

力下探毕竟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底色，这一点，作为革命者的毛泽东绝对不会忽略。正因此，他强调: 

“农村家庭从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员从什么书上或报上看了好意见而获得，只 

能经过群众运动。”⑥在毛泽东看来，群众运动不仅仅是帮助中共推动革命的助力，更是中共革命的 

内在要求，群众运动是群众行使并实现自己权力的必由之路。显然，毛泽东对以家庭作为新社会的 

原子单位投了反对票，他要求群众走出家庭，还看到了未来社会走出乡村的需要。在毛泽东这里, 

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既是革命实践的需要，也是革命实践的目标。

不过，尽管毛泽东在给秦邦宪的信中强烈表达了对群众运动的支持和群众组织的维护,对五四 

家庭革命要求及个性解放的坚持,和胡乔木等的态度拉开距离,但是,又不能说胡乔木等提出的家 

庭原子论就是自作主张。在中共的群众组织功能认知体系下，当党已经掌握根据地实际权力时，群 

众组织的功用如何发挥，的确是个不能不面对的问题。1944年7月，毛泽东致电几大根据地，询问 

十项问题，其中就包括:“对于将民众团体的工作在减租减息后转到领导各界人民发展生产、文化、 

卫生方面，你们意见如何？据你们看，是否只在作了这种转变后，民众团体（各救）的工作人员才有 

事做,才不是空架子？各地是否正在作这种转变?”⑦从毛泽东问询的逻辑看,他对群众组织此时应 

有的功能和刘少奇等的思路是相通的，同样赞成在群众组织完成其斗争功能后，将重心转向生产和 

服务。只是他终究不能同意仅仅把群众组织当作革命技术的一部分，毕竟在他看来:“一切问题的 

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⑧群众组织是落实群众路线不可或缺的环节,群众路线既要 

求深入群众，也要求发挥群众的自觉性，任何一面被忽略,另一面难免有落空的风险。只是这样的 

原则如何落实,毛泽东事实上也没有完整的预案,也在摸索的过程之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事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给秦邦宪的信）（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 — 207页。 

张厚载:《独工生活》，《新潮》第1卷第4期,1919年4月1日，第663页。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20页。

《给秦邦宪的信＞（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07页。

《给秦邦宪的信）（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08页。

《给秦邦宪的信）（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07页。

《请各地调查和答复十项问题）（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9页。

《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1944年8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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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叙述中通常都环环相扣，现实的革命道路却并不那么容易把控，常常会在理念和策略间张力尽 

显。抗战期间，由于策略性的不断强调，党内会习惯性地形成越来越强烈的策略性思维，在此背景 

下,理念的提醒有其充分必要性，但这不意味着对策略的否定。作为理论和策略兼具的政治大师, 

毛泽东尽可能地在理念和策略间努力保持平衡，不让某一种趋向突破限界，他对1944年关于群众 

组织这场争论的微妙介入也可作如是观。

由于毛泽东在场而又不在场的干预,1944年这场争论的结果,群众组织并未被取消，而且随着 

国内形势的变化，群众组织很快又成为中共革命斗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便1949年后，群众组织 

也曾一度成为历史风云中的主导者。其间可以看到领导者思路的微妙差别,也可看到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下,群众及群众组织在中共革命中始终具有的张力。这让群众组织的定位既服从于现实 

需要，又在意识形态的沉浮中充当着特殊的角色。

〔作者黄道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士华)

《近代中国民间银行的诞生》出版

林幸司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23万字,98元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先后经历了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抗日战争，然后 

走向社会主义。如何把握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在此过程中的变革，作者选择了近代 

银行业作为考察对象。

具体而言，在前近代的中国四川地区，以重庆为中心的贸易活动颇为盛行。为便 

于汇兑交易和货币兑换，票号、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辛亥革 

命后，受沿海城市的影响，重庆出现了四川首家民间银行聚兴诚银行。该书利用重庆 

市档案馆收藏的聚兴诚银行的档案资料,梳理了该银行从创办，到抗战时期法人化再 

到1953年合并为全国公私合营银行之间的发展历程。通过这一梳理，作者希望回答 

的是,在时代变革的洪流中，企业变动的背后隐藏着人们怎样的应对模式？

该书由三个部分共八章构成。第一部分“民间银行的诞生及其发展过程 

(1915—1949) ”，叙述内陆地区银行设立的经过、发端于英国的股份银行制度的展开 

和促成以上变化的主要因素。第二部分“共产党政权的成立和银行业(1949— 
1952)”，中心主题是1950年前后聚兴诚银行面临的政治环境的形成过程。第三部 

分“民间银行的社会主义化(1949—1953)”，论述聚兴诚银行的自主重组和1953年 

被合并的过程。(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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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Use of Mass Organizations? ------ A Debate in 1944 ..................... Huang Daoxuan(4)
The r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CCP) had always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relying on the mass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mass line became one of the three magic weapons of the 
CCP5s revolution. Mass organizations were indispensable driver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ss line. Mass organizations 
played different roles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War, the mass organizations helped the CCP to open up 
the situation rapidly and form a sphere of influence.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War, they cooperated with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s to promote the works of all base areas to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In the end of the War, the status of the 
mass organizations gradually decreased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CCP's control to the society. At this time, the 
discussions within the CCP over whether the mass organizations need to be preserved highlighted the embarrassment of the 
status of the mass organizations and the subde differences for the weight of the mass organizations in the minds of different 
leaders.

The Logic of Grass-roots Mobilization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  Zhou Zwwn(15)

Reading and Acceptance to On the Protracted War in the CCP's Resistance Base Areas 
...............................................................................................................................................Jin Bowen

The Evolution of Teachers5 Salaries in the National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 Niu Zi(44)
During the total War of Resistance, the salarie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changes. At the 

beginning, the salaries of university faculties were reduced, and maintained at a low level with single sourc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ife of teachers ? the government issued subsidy policies one after another after 1940, among which the living 
subsidies and food vouchers wer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nes. The war subsidies narrowed the salary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grades of teachers, but the salaries of professor group had no satisfactory increase. This resulted in discontents 
among professors and gave rise to a reward policy mainly for senior teachers. During the War, various allowances gradually 
exceeded the salary incomes, composed the main body of teachers，salaries, and became the basic guarantee to maintain the 
life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War. We should not over value the salarie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n 
modem China, but rather presenting the real living situ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 based on objective historical facts.

Daily Hygiene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Soldiers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 Song Hong(61)
The daily hygiene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soldiers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War provided concrete exampl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CP*s  management of the army. Daily hygiene problems were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health of soldiers and 
the clean environment they lived in, but also to the combat effectiveness of the CCP army. It was also one of the contents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fighting with the Japanese army. Therefore, on the one hand, the CCP focused on the individual 
health of soldiers and trained soldiers to form the daily health habits. On the other hand, it improved the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 and public health, and thereby strengthe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my and the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soldiers*  daily health, the CCP took a variety of measures of mobilization and education, which to the greatest 
extent reduced the resist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ldiers' daily health measures had laid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strengthening the combat effectiveness of the CCP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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